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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禪宗史研究與日本

王學進

［提　 要］ 　 胡適禪宗史研究吸收和借鑑了日本佛教研究成果，同時亦對日本佛教研究產生一定影

響。 為研究禪宗史之需，胡適赴歐洲和日本等地蒐尋敦煌文獻佛教早期史料，與常盤大定、矢吹慶

輝、鈴木大拙等保持密切往來和交流探討，以及資料共享等，為其禪宗史研究提供了極大幫助。 特

別是在禪的理解問題上，胡適與鈴木大拙之間的探討和辯論，以及由此提出的研究方法，對後來中

日兩國的佛教研究均產生了深遠影響。 考察胡適禪宗史研究與日本佛教研究之間的關係，不僅有

助於理解胡適禪宗史研究，對瞭解近代中外文化交流互鑒亦有積極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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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紀初期，敦煌文書的發現極大促進了中外文化的交流和發展，胡適禪宗史研究正是此“新
潮流”下之“預流”。 為禪宗史研究之需，胡適赴巴黎、倫敦及日本等地蒐求敦煌佛教早期史料，與
當時頗負國際聲望的漢學家伯希和、高本漢、矢吹慶輝、鈴木大拙等保持密切的往來和交流探討，是
國內最早利用敦煌文獻的學者之一。 胡適不僅吸收和借鑑了法國漢學研究成果，同時還受到日本

佛教研究的影響，在佛教初入中國的史實考證上，參考了忽滑谷快天等人的研究成果，並與常盤大

定、矢吹慶輝等交換材料和意見與看法。 特別是在禪宗的理解問題上，胡適與日本學者鈴木大拙之

間的爭論，以及由此提出的研究方法，主張把禪宗放到它所在的歷史時空中考察，對後來中日兩國

的佛教研究均產生了深遠影響。 目前學界關於胡適與日本學者之間的交往已有較多論述，但多偏

向於人際交往，尤其是胡適與鈴木大拙的交往及辯論情況，乃至由此引出的禪宗研究方法論之

爭。①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探討胡適禪宗史研究與日本之間的關係，特別是他們之間

的相互影響，進而揭示近代中外文化交流互鑒的過程。

一、胡適對日本佛教研究成果的吸收、借鑑及批評

中日兩國一衣帶水，由於特殊的地緣和法脈關係，日本學者對中國佛教研究格外重視。 日本保

存了大量中國佛教史料，包括中日文化交流過程中流入日本的佛教史料和敦煌文獻流入日本的部

分，許多中國佚失的佛教典籍，在日本仍有保存。 胡適指出：“要得到唐以前的材料，只有兩種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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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一、從日本寺廟中去找，因為日本還保存著一部分唐代禪學。 二、從敦煌石室寫本中去找，因為

三十年前所發現的敦煌石室裡，有自晉到北宋佛教最盛時代的佛教古寫本”。②而“敦煌寫本現在分

藏倫敦、巴黎兩處，日本所藏的是法隆寺、興聖寺、正倉院聖語藏三處的舊藏”。③為研究禪宗史之

需，胡適不僅赴歐查閱藏於巴黎和倫敦的敦煌佛教史料，還將目光投向日本，多次致信日本友人展

開“大索”，蒐保存在日本寺廟中的佛教早期史料，並請求代購日本《大藏經》、《續藏經》等。
中國近代佛教研究深受日本的影響，如楊文會、梁啟超、蔣維喬、黃懺華等，他們不僅向日本蒐

尋流入日本的佛教典籍，同時還吸收和借鑑了日本的佛教研究成果。 胡適禪宗史研究同樣吸收和

借鑑了日本佛教研究成果，尤其在禪宗初期史實考證方面，參考了忽滑谷快天、矢吹慶輝等人的研

究成果。 特別是忽滑谷快天的《中國禪學思想史》，幾乎成為胡適禪宗史研究的案頭工具書。 1926

年 9 月，胡適在倫敦查閱敦煌文獻時曾要求家人把該書寄去，將其與敦煌佛教寫本資料相互對

照。④對此，有學者懷疑胡適禪宗史研究是受忽滑谷快天的啟發和影響，甚至抄襲了忽氏的著作。⑤

實際上，胡適禪宗史研究早在忽氏著作出版前已經開始，在赴歐查閱敦煌卷子之前，對巴黎和倫敦

的敦煌文書資料情況已有所瞭解。 胡適對忽滑谷快天的《中國禪學思想史》推崇備至，曾多次向國

人推介。 1934 年 12 月，胡適在北師大演講時稱：“日本有許多關於禪學的書，最重要的，要推忽滑

谷快天所著的《中國禪學史》，因為就材料而言，在東方堪稱最完備最詳細的”。⑥後來他又將此書推

薦給嚴耕望：“送上《歷代法寶記》一冊，忽滑谷快天《禪學思想史》上冊，備你檢查”。⑦

胡適與日本佛教學者高楠順次郎、常盤大定、矢吹慶輝、鈴木大拙、入矢義高等人的交往，為其

禪宗史研究提供了極大幫助。 胡適在《神會和尚遺集》序中稱：“十六年歸國時，路過東京，見著高

楠順次郎先生，常盤大定先生，矢吹慶輝先生，始知矢吹慶輝先生從倫敦影得敦煌本《壇經》，這也

是禪宗史最重要的材料”。⑧矢吹慶輝是日本最早利用和研究敦煌文獻的學者之一，1916 年曾在倫

敦調查斯坦因劫掠的敦煌寫本資料，並將其中一部分拍照帶回日本，成為後來撰寫《三階教之研

究》（1927）、《鳴沙餘韻》（1930）、《鳴沙餘韻解說》（1933）的基礎。⑨矢吹慶輝將影印的敦煌本《壇
經》送給胡適，使胡適頗為感激，這些資料成為他考證《壇經》和研究神會的基礎。 “我要感謝日本

矢吹慶輝博士寄贈敦煌本《壇經》影本的好意。 我得著矢吹先生縮影本之後，又承 Dr. Giles 代影印

倫敦原本。 不久我要把敦煌本《壇經》寫定付印，作為《神會遺集》的參考品”。⑩鈴木大拙亦為胡適

的禪宗史研究提供了便利，“去年十月我過日本橫濱，會見鈴木大拙先生，他說及日本有新發現的

北宋本《六祖壇經》。 後來我回到北平，不久就收到鈴木先生寄贈的京都堀川興聖寺藏的《六祖壇

經》的影印本一部”。胡適對《壇經》的考證不僅參考敦煌本《壇經》，還參照了日本保存的唐本《曹
溪大師別傳》和北宋本《六祖壇經》等資料。 胡適與國際學界的交往，特別是日本佛教學者高楠順

次郎、常盤大定、矢吹慶輝、鈴木大拙，以及法國漢學家伯希和、瑞典漢學家高本漢等，為其禪宗史研

究打開了廣闊的國際視野，不僅為其提供了資料幫助，還提供了研究方法和成果的借鑑，這是胡適

禪宗史研究取得突破的重要原因。
胡適在吸收和借鑑日本佛教研究成果的同時，亦對日本的佛教研究提出批評。 他認為日本學

者研究的是日本禪而非中國禪或印度禪，實際上日本人並不懂得禪宗。 “日本人的信禪，大似北歐

人的信基督教：禪其名而日本其實”。 他批評日本人對禪“實在不曾‘窺其藩籬’。 他們以‘禪定’
為禪，是印度禪而非中國禪，他們以‘茶禮’為禪，是日本禪而非中國禪”。這與日本學者批評中國

佛教背離了印度佛教本義一樣。 實際上，佛教在傳播與發展過程中因時因地而易，印度佛教、中國

佛教、日本佛教都打上了深深的區域烙印，即便是同一地區，在不同時期和不同人群，佛教的宗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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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義亦各有不同。 日本佛教研究側重於隋唐之後傳入日本的佛教，在材料上多以唐代以後的資料

為准，而這正是胡適懷疑和批判的對象。 胡適認為研究禪宗，必須蒐求唐代及唐代以前的原料，
“那些未經九世紀、十世紀，特別是十一世紀和尚們糟蹋過的史料”，如此才能瞭解禪宗的真相。而

唐代以後的佛教資料屢經“竄改”，多不可信，佛教在“竄改”中逐漸失去了本義。 他批評“日本治中

國佛學史的學者，並未懂得中國佛教史的真相，因為他們都不肯去檢查九世紀的日本求法僧從唐土

帶回來的許多當時爭法統的史料。 所以他們分的宗派也不是可信的”。由於日本佛教研究者多集

僧人和學者於一身，出入釋教和學院之間，在對佛理的理解和解讀上具有優勢，而在客觀性方面則

會大打折扣。 故胡適批評日本學者研究佛教只採取信仰的態度，對偽造和不可信史料視而不見，看
不到歷史的真相。

二、胡適與鈴木大拙之爭及思想史研究路徑的提出

胡適與鈴木大拙的交往和爭論前後持續數十年，受到中日學界的普遍關注。 由於立場和研究

方法的差異，註定了胡適與鈴木大拙之間的“決裂”。 與胡適注重對禪宗歷史的考證不同，鈴木大

拙的全部工作集中在對禪的解讀和詮釋上。 他認為禪宗是“精通思辨的神秘主義”，“參究的人們

必須長久地痛下苦功並且親身對某些事物進行體驗才能理解那最深奧精微的意義”。 “對於那些

沒有這種洞察力即接觸著自己的日常生活卻體驗不到禪意的人來說，只會覺得禪宗的教義及其表

現完全是奇怪、矯異甚至全然不可理解。 這樣的人們或從概念角度去看待禪，視之為荒誕無稽，或
從外在的批評角度出發，為維護它而把它那些深刻的思想說成是故意不令人可解的東西。 但是，對
於禪者來說，無論什麼奇異詭怪的話語都不是為了隱匿自身的作偽，只是由於人類的語言並不能表

現禪的奧義，所以其道理無論如何都不是可以靠邏輯推理來解釋說明，而只能靠心靈深處的體驗才

能得到的”。 鈴木大拙強調宗教體驗的重要性，認為“禪宗無論何時何地最強調的就是心靈的經

驗”。這種“心靈的經驗”是一種“神秘的體驗”，它存在“一個人的內心活動中”，是一種“無法用語

言和道理解釋清楚的經驗”，只有親身經歷過這種體驗的人才能明白它，才知道生命的意義。

鈴木大拙強調的體驗和心靈經驗，即佛教所說的“悟”，這是中國佛教僧徒和大多數研究者所

持的共同觀點，如歐陽漸主張的“多聞熏習，如理作意”、湯用彤提倡的“默應體會”等。 他認為禪宗

是非邏輯、非理性的，要理解禪，必須拋棄傳統的邏輯思維方式，用心靈去感受，即以個體內在的知

覺去體會和感悟，與邏輯和理性無關。 鈴木大拙強調的心靈體驗帶有宗教神秘主義色彩，與注重科

學和理性的胡適迥然異趣。 鈴木大拙重視公案的作用，常以公案、機緣和話頭解釋禪，認為諸如當

頭棒喝、呵佛罵祖及胡言亂語等無不蘊含著禪機，是引導人們開悟的方式。 公案、話頭和機緣等體

現了禪的非邏輯、非理性特徵，“它大大超越了我們合乎邏輯的理解能力”。 禪機的妙處和悟的力

量使禪具有永恆的生命力和無窮的魅力，它不僅揭示了生命的本源，還能喚醒人的心內體驗，使人

煥發旺盛的生命力。

鈴木大拙對禪的解讀和詮釋遭到了胡適的質疑和批評。 “作為他的一個朋友和研究中國思想

的歷史學者，我一直以熱烈的興趣注視著鈴木的著作，但我對他的研究方法，卻也一直未掩飾過我

的失望。 他使我最感失望的是———根據鈴木本人和他弟子的說法：禪是非邏輯的，非理性的，因此，
也是非吾人知性所能理解的”。 胡適稱自己是“研究中國思想的歷史學者”，這就表明了他與鈴木

的不同之處。 他認為：“禪學運動是中國佛教史中一個不可分割的部分，而中國佛教史又是中國整

個思想史中一個不可分割的部分。 我們只有把禪放在它的歷史背景中去加以研究，就像中國其他

89



哲學流派都必須放在其歷史背景中去予以研究、理解一樣，才能予以正確的理解”。 此即今人強調

的歷史時空或歷史語境。 胡適指出：“假如我們把禪學運動放回它的‘時空關係’之中，這也就是說

將它放在適當的歷史背景中，把它和它看似陌生的教義視作‘歷史事實’去加以研究的話，然後，也
只有如此，我們對於中國文化和宗教史中的此一偉大運動，始可得到知性和理性的瞭解與評鑑”。

這種思想史研究的路徑和方法，主張把事物放到具體的歷史背景和時空關係中考察，對後來中日兩

國的佛教研究均產生了深遠影響。
針對胡適的批評，鈴木認為儘管胡適對歷史知道很多，“但他對歷史背後的行為者卻一無所

知”。 因為禪是“不容歷史學者作客觀的處理的”，禪背後的構成要素“是無法作為歷史客觀對象去

加以研究的”。 他強調禪是一種“獨特的存在”，人們只能以“直覺覺之”，“窺視它的內在情況，並
非歷史學者所能辦到的事情”。 他批評胡適“根本不知禪為何物”，其所知僅為“禪的歷史背景，而
非禪的本身”，要瞭解禪，“必須從禪的裡面去瞭解禪，而非從它的表面去認識它”。 鈴木主張從內

部體會禪，只有這樣才能瞭解禪、認識禪，而胡適從外部觀察禪，所得到的僅是表面現象。 針對胡適

主張把禪放到它所在的歷史背景中去研究，鈴木認為這種“把禪放在歷史的框子中去看”的方法是

欠妥的，因為禪具有非歷史性，不依賴於歷史而存在，不管歷史學家把禪放到何種歷史背景中，以及

運用何種方法，“不論他的技巧如何高明，態度如何真摯”，所得到的只是“關於禪的事情”，並不能

認識禪的本身，要研究禪必須對禪的本身有所體會。

鈴木大拙的觀點體現了宗教體驗與學術研究的差異，他強調宗教體驗的重要性，認為沒有真正

切身體會的人永遠不會明白禪是什麼。 有學者指出胡適與鈴木大拙對禪宗的研究方法存在根本差

異，“胡適是在歷史觀念指導下的客觀求證”，“以材料考證史實”；而“鈴木則是在信仰基礎上的超

二元對立的主觀詮釋”，“以體悟為入道途徑”。 鈴木從宗教信仰出發，把禪作為人生的真諦，追求

用心體證禪，屬於神秘主義；而胡適從學術研究出發，把禪作為一種文化和方法，追求以歷史還原

（考證）禪，屬於現實主義。葛兆光將兩人稱為“禪者鈴木”和“史家胡適”，認為兩人一個“堅持著

超越時空”，一個“執著時空”，“鈴木大拙的立場是禪者‘超越時空’、‘超越歷史’，而胡適的立場是

將禪放置在時空和歷史之中，這是‘橫看成嶺側成峰’的差異，並無對錯之別”。 由於出發點和落腳

點不同，決定了兩人如同兩股軌道上的跑車，南轅北轍而不相撞。

胡適與鈴木大拙在對待佛教的態度和目的上存在根本差異，爭論雙方不僅是學術批評，還涉及

到學術批評之外的宗教信仰問題。 胡適試圖向鈴木說明禪宗經典和禪宗史作偽的事實，如若經典

係偽，則依據經典為理論基礎的禪固不足信。 1960 年 2 月，胡適為鈴木大拙 90 歲大壽作了《禪宗

的真歷史與假歷史》，指出從“拈花微笑”、“西天二十八祖”到“東土六祖”，以及《壇經》、《景德傳燈

錄》、《五燈會元》都存在偽造和作假，神會大造，後人續之，從而編造了禪宗偽史。 但在鈴木看來，
這些並不重要，他承認胡適考證結果的可能性，“歷史學家的研究表明，在達摩到來之前中國就已

經有了禪。 歷史上是否真的有達摩這個人尚無定論。 達摩和梁武帝相見的典故也非史實。 就算達

摩是真實存在的歷史人物，相見一事也絕非史實。 這些都是學界的說法。 對於學禪、修禪或禪宗的

師傅們來講，知不知道這些禪宗的歷史經緯並不重要”。鈴木大拙認為真正重要的是禪的內容和

思想，即如何認識禪，參悟禪。 作為佛教徒，鈴木大拙把禪宗作為拯救人類靈魂的工具，試圖通過對

禪宗的宣揚使人們認識禪、走向禪，以禪來實現人們內心的和平與寧靜，超脫現實生活的困擾和苦

難。 而作為學者，胡適把禪宗作為束縛人們思想的枷鎖，試圖通過對禪宗的批判使人們認清禪、遠
離禪，走出對神佛的迷信和崇拜。 這與兩人的生活環境和面臨的形勢有關，在鈴木禪中，他化身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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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渡眾生的“佛”，欲以禪拯救世界人心，使人們擺脫戰爭、恐慌，以及內心的憂慮和不安。 而胡適

充當了啟蒙者的角色，試圖以科學作為破除迷信的工具，打破人們對神佛的迷信和崇拜，求助於西

方科學，而非東方神佛。
科學與宗教是中西聚訟，至今仍爭論不休的問題。 科學重視實驗，強調事實；而宗教注重心靈，

依靠玄想。 由於近代科學的發展，社會上逐漸形成了一種科學至上的科學主義觀念，人們過於強調

科學方法的普適性，把科學方法視為解決人類一切問題的根本方法。 德國哲學家伽達默爾認為，精
神科學是超出科學方法論控制之外的經驗科學，諸如哲學、藝術和歷史本身的經驗等是不能用科學

方法的手段加以證實的。受西方思想影響，許多中國學者亦認為科學方法具有其適用性問題。 如

王國維認為諸如人性等是超出知識之外的精神世界，“至於人心之靈及人類所構成之社會國家，則
有民族之特性，數千年之歷史與其周圍之一切境遇，萬不能以科學之法治之”。張君勵引馮特觀點

為據，認為心理學和哲學等是“精神科學”，“科學無論如何發達，而人生觀問題之解決，絕非科學所

能為力，惟賴諸人類之自身而已”。科學方法是認識世界的合理方式，但並不能解決所有問題，尤
其對於佛教玄想的世界。 20 世紀 20 年代的“科學與玄學”之爭，以及此後胡適與王季同及教內人

士之間的科學與佛學之爭，均屬此類現象。 雖然胡適對中日學者不接受自己的禪宗史研究感到不

平，“不但中國佛教徒不能接受我的結論，日本的佛教史家也還有多數不能接受我的結論”，但他

對自己的研究卻有清醒的認識和深刻的體會，他在《佛學雜記》中明確指出：“歷史的研究法可應用

於佛書上，於佛法則不可能”，“研究佛法的，應把自己放在佛法裡面，去證會他，至於處旁觀態度的

研究法，只能看到佛學的表面，卻不能看到裡”。

鈴木大拙與胡適的出發點和立腳點完全相反。 鈴木大拙為了弘揚佛教，而胡適則是為了批判

佛教，故兩人在爭論中一個談禪，一個講歷史，雙方如同雞同鴨講。 鈴木大拙談禪多取《五燈會

元》、《景德傳燈錄》等禪宗燈史資料為據，拾禪宗公案和話頭等解釋禪，將其視為禪宗開示的方法。
胡適認為所謂的禪宗公案、話頭和機緣等不過是騙人的文字遊戲，“根本算不得是禪”，人們處於一

種盲目跟風而實際對“棒喝”無知的濫用狀態。 胡適批評鈴木拋棄時空關係談禪，而鈴木關注的是

禪宗的思想和內容，至於它的歷史則無關緊要。 鈴木批評胡適不懂禪，確實，我們從胡適的考證中

看不到禪為何物。
在胡適禪宗史研究後期，他與入矢義高和柳田聖山的通信明確表達了與鈴木大拙等日本佛教

學者的差異。 胡適在致柳田聖山的信中稱：“先生似是一位佛教徒，似是一位禪宗信徒，而我是一

個中國思想史的‘學徒’，是不信仰任何宗教。 所以我與先生的根本見解有些地方不能完全一致”。
他對日本佛教學者不接受自己的禪宗史研究表示遺憾：“貴國的學人，如宇井伯壽先生的《禪宗史

研究》，至今不肯接受我在三十年前指出的神會的重要，我頗感詫異。 根本的不同，我想是因為他

們是佛教徒，而我只是史家”。柳田聖山認為胡適的“研究立場和日本學者大相徑庭”，“日本學者

視禪為中國思想的成分，但在其思想的理解和方法上，有欠歷史的考慮”。 他承認“佛教徒構想的

思想史，有時墜入疑似史學；佛教徒處理史料的態度，難免對本文批判有失冷靜”。 但他對胡適的

觀點也有所保留，認為“處理史料必須徹底吟來，固屬當然之事，可是思想史旨在理解思想，其範疇

絕非只限於史家一方之理”。 針對胡適與鈴木之間的區別，他認為“胡適之做學問與鈴木大拙之為

佛教，兩人之間有相當距離。 更明白的說，胡適對中國現代佛教發生過作用與否？ 不得而知；但鈴

木大拙一直是想在日本以及歐美的現代思想界中，強調禪乃至佛教市民權的存在。 胡適始終是近

代歐羅巴的合理主義者，鈴木大拙卻批判近代合理主義，置禪於超越的地位，他認為禪就是禪，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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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佛教，有時還會超越歷史性。 胡適對此主張斥之謂神秘主義，非合理主義，兩人的立場是水火

不相容的”。胡適禪宗史研究對中國近代佛教是否發生過作用，我們不得而知。 但胡適意不在此，
其禪宗史研究的意義亦不在此，胡適對中國近現代思想或學術研究產生的影響，絕不亞於鈴木大拙

對日本或歐美現代思想或學界產生的影響。

三、胡適禪宗史研究對日本的影響

柳田聖山指出胡適的禪宗史研究對中日兩國產生了深遠影響，特別是胡適關於“楞伽宗”的論

斷，“影響了一九三五年以後，中日兩國初期禪宗史的研究工作，沒有人能脫出他的斷定。 譬如從

宇井伯壽的《禪宗史研究》（昭和十四年）開始，接著有鈴木大拙的《禪宗思想史研究第二》（昭和二

十六年）以及關口真大的《達摩大師之研究》 （昭和三十二年）都被胡適《楞伽宗考》的陰影籠罩

著”。確如其論，胡適關於“楞伽宗”的考證，認為禪宗初期從菩提達摩到神秀是以《楞伽經》為“心
要”的楞伽宗，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中日兩國的佛教史研究。 此外，如胡適對菩提達摩和神會的研

究亦對日本學者產生了深刻影響，特別是他整理出版的《神會和尚遺集》，成為日本佛教研究的重

要參考資料。
胡適與日本學者的交往、互動和資料共享，使他的禪宗史研究從一開始就與日本佛教研究發生

了密切的聯繫。 柳田聖山稱：“胡適的禪學研究在日本佛教學者間，已發生了很深的連帶關係”，

這種“連帶關係”直接表現在對日本佛教學者個人的影響，進而表現在對日本佛教研究的整體發展

趨勢上。 宇井伯壽雖不接受胡適的觀點，但在《壇經》問題上明顯受到胡適的影響。 在研究方法

上，他強調佛教研究的歷史性和客觀性，認為“過分的神秘渲染反而會淹沒歷史的真實性”，“把信

仰殆盡研究之中，從一開始就會犯一個錯誤，即將一切都訴諸於崇拜”。這與胡適的主張相接近，
柳田聖山稱其重於歷史而無視哲學。 塚本善隆的《中國佛教通史》從中國社會歷史背景入手，論述

佛教傳入中國與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相結合的中國化過程。 鐮田茂雄提出研究中國佛教要把它放到

中國社會和思想的歷史背景中進行考察，中國文化和印度文化在本質上截然不同，佛教傳入中國

後，佛教思想受中國思想影響發生了新變化，“佛教與中國固有的文化，及宗教思想相接處後，而與

中國文化和中國思想彼此本身都由於對方之影響而產生了很大的變化”。所以，他在《中國佛教

史》一書中，從歷史的角度，闡述佛教傳入中國後，如何適應漢民族的特徵而逐漸中國化的歷史過

程。這與胡適提倡的“歷史的觀念”，強調“把禪放在它的歷史背景中去加以研究”十分相似。
柳田聖山的禪宗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胡適的影響。 小川隆指出柳田聖山繼承了胡適的禪

宗史研究方法，“今天理所當然地以文獻批判為主軸的所謂實證的歷史研究的方法，在胡適之前的

禪宗研究中，幾乎是不存在的。 與傳統‘宗學’、‘禪學’相區別的‘禪宗史’這一學術專業的成立，
說是以胡適的研究開其端緒，應該不算言過其實吧。 不過，對今天的‘禪宗史’研究方法，直接地給

予最大影響的，應該算柳田聖山的《初期禪宗史書の研究》 （法藏館，1967 年）。 然而，柳田的研究

方法，很大程度上帶有胡適方法論的繼承的一面。 所謂基於嚴密的史料批判的實證研究，在今天，
也許有人會感到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情，沒有必要在這裡強調它。 然而，禪宗史研究引進這種方

法，而且全面地運用作為其材料的敦煌文書和唐代碑文資料，不可否認地，它始於胡適，其後，經柳

田聖山而傳到今天”。

與胡適一樣，柳田聖山重視對禪宗史料的審查和辨偽，認為禪宗燈史資料虛構成分較多，並試

圖重建禪宗信史。 柳田聖山指出，研究禪宗“有必要重溫過去，重新思考它在印度、中國和日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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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發展”。 所以，他在研究過程中，“把禪———那充溢著當今時代色彩的禪，暫時放回博物館的展

櫃裡，重新加以冷靜地鑒賞”，強調“把禪的思想當作過去的東西，集中思考它的歷史來源和變

遷”。從柳田聖山的闡述中隱約可以看到胡適的影子，但與胡適強調的歷史時空又有一定差距。
柳田禪學研究的思想史路線仍舊是日本傳統注重文獻解讀的方式，對時空關係的關注較少。 胡適

對柳田聖山的佛教研究亦有關注，認為他的《燈史和系譜》“有許多見解與我相同”，並指出“此文也

有不少錯誤”。另外，在一些具體問題上，柳田亦受到胡適的影響，如禪宗史作偽及慧能和神會的

歷史地位與作用等。 他認為禪宗經典中的記載並不一定符合史實，如“《傳燈錄》是老師與弟子，或
修行者們互相間的禪問答的記錄，對史實並不忠實”。但與胡適側重於揭露禪宗史作偽不同，柳田

的目的是“透過這些文獻的編纂史，發現這些文獻被編纂的真實的歷史背景”，與湯用彤的佛教史

研究相似。
自入矢以來，日本佛教史研究表現出明顯的思想史傾向，這與胡適不無干係。 柳田聖山曾參加

入矢義高主持的京都大學《臨濟錄》研究會，在研究方法上以文獻學方法為主，強調歷史的客觀

性。有學者認為柳田聖山在《臨濟錄》研究中特別重視歷史的觀念，“柳田先生指出，應當慎重對待

中國禪的燈史與語錄在傳承與編纂過程中產生的偏差，以及為了主張法脈的正當性和獨創性而進

行的潤色修飾，通過對這些偏差和潤色的嚴密分析，時常附加大膽的推論，以試圖闡明被面紗所掩

蓋的中國禪宗史的真實性”。繼入矢義高和柳田聖山之後，衣川賢次和小川隆亦受到胡適的影響，
在許多問題上採納了胡適的觀點。 伊吹敦在禪宗史研究中，主張把禪宗放到具體歷史背景中，“關
注每個禪僧或禪宗教團是如何在與社會的互動中形成自己的禪思想、進而影響到社會的”。他認

為胡適對禪宗史的研究，特別是與鈴木大拙的論爭，對中日兩國學術界均產生了重要影響。 就其自

身而言，在禪宗的傳法系譜、菩提達摩傳說故事、僧粲存在與否，以及袈裟傳衣說等問題上，仍被胡

適的“陰影”所籠罩。

柳田聖山引用吉川幸次郎對胡適的評價：“世人對氏毀譽兼半，毀之者連文學革命提唱者的功

績，都想一筆抹殺，我認為不妥。 氏之後，如氏之對日本人的業績，有如此敏感的中國學者恐不多見

了”。 他認為：“時至今日，對中國禪學作研討的人，在相當期間還不能忽視胡適的遺業”。小川隆

認為：“胡適在禪宗史研究的草創時期，其引進實證性、批判性的研究手法，為禪宗史研究作出了巨

大貢獻。 今天的禪宗史研究，也基本上處在其延長線上”。由此可見，胡適對日本佛教研究的影

響，以及近代中日佛教研究互相借鑑和相互影響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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